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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来研究表明应该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下理解理解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间的复杂关

系。通过四个实验，我们引入调节定向考察了社会阶层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研究发现，

社会阶层本身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比较有限，但相比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个体，较低阶层个

体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调节定向的影响（研究1、2a和2b）。而这种不对称的敏感性导致

了不同阶层间在亲社会性的差异，尤其是对于持有可提升亲社会性的调节定向的人群（研

究2a和2b）。此外，还发现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框架依赖效应。在正性框架中，

促进定向会增加亲社会性，而在负性框架中则会减少亲社会性，而预防定向则相反（研究

1-3）。这一现象可以用决策时的安于现状策略来解释（研究3）。这些结果进一步揭示了

社会阶层、调节定向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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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studies suggest the puzz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hould be understood with boundary conditions. Across 

four studies, we draw on regulatory focus to examine how social class affects 

prosocial behavior. We found that social class itself has a limited effect on 

prosocial behavior, however, lower-class individuals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prosociality brought by regulatory focus than their higher-class 

counterparts (Study 1, 2a & 2b). And this asymmetric sensitivity leads to the 

between-class discrepancy in prosociality, especially for individuals with 

regulatory focus raising prosociality (Study 2a & 2b). Moreover, a framing-

dependent effect of regulatory focus on prosociality is found. Promotion focus 

increases prosociality in the positive frame and decreases prosociality in the 

negative frame, while prevention focus behaves reversely (Study 1-3).  And this 

effect is partially explained by status quo strategy in goal pursuit (Stu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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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results shed light on the links among social class, regulatory focu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Keywords：social class, prosocial behavior, regulatory focus, framing 

 

1. 引言 

随着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强，普通民众和社会科学

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在关心这种分化会给个体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1]。其中，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尤其受到关注[2]。然而，已有研

究并未在该领域中取得一致结论。而诸如动机、身份和环境中的经济不平等程

度等因素可能充当着社会阶层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边界条件，并解释了社会阶层

的不一致影响[3]。 

个体的亲社会决策其实就是在决定是否进行行动，这其中就涉及两种策略，

即是要有所行动改变当前状态，还是无所行动维持当前状态。而这正涉及到个

体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两种自我调节定向，即强调追求进展、成长和积极结果

的促进定向以及强调安全和避免消极结果的预防定向[4]。因此，调节定向可能

影响着人们的亲社会决策。所以，为了继续厘清当前关于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

为关系的不一致结果 ，我们提出调节定向作为一个新的影响社会阶层和亲社会

行为关系的边界条件。 

1.1 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社会阶层被心理学家们定义为社会经济地位，即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声

誉等的组合[3][5]。其对人们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有着深远影响[6]。就社会阶层

对人们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而言，研究者们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结果。 

一方面，以 Piff 等人的工作[7]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低社会基层更

亲社会。比如，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在独裁者游戏中表现得更慷慨，愿意用于慈

善捐赠的收入比例更大，更信任游戏伙伴以及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7]。经济

威胁感更强或经济脆弱性更高的人对他人的共情越多，志愿活动、捐赠等亲社

会行为也随之更多[8]。低社会阶层的个体更关注 [9]也更能准确识别他人的情

绪[10]，有更强的同情心[11]，呈现更强烈的共情相关的神经反应[12]和生理

反应[13]。高社会阶层的个体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自利行为[14][15]。而且这

种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存在于个体发展早期。比如，相较于来自高

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美国和中国孩子都向其朋友、匿名同伴或

者生病的孩子捐献更多[16][17] (Chen et al., 2013；Miller et al., 2015) 。 

另一方面，一些高生态效度的真实档案数据表明，高社会阶层更亲社会。

比如，高社会阶层捐赠可能性更强、捐赠行为更多[2][18][19][20]，同时也更

多地从事志愿者活动[2][21][22][23] ，更乐意助人，也更相信他人和值得相

信[2][24]。高收入者在捐赠、慈善活动和信任游戏中表现得更慷慨[25]。同时，

较差的情绪管理能力[26]和人际交往技能[27]也使来自低社会阶层家庭的个体

共情能力更弱。来自高社会阶层的孩子也来自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表现地更

利他[28]。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社会阶层本身对亲社会行为并无影响，而是不同的社

会阶层存在不同的亲社会偏好。比如，相比于隐秘情境，高社会阶层在公开情

境中更亲社会，而低社会阶层则相反[29]。高社会阶层对强调个人目标的慈善

呼吁捐赠更多，而低社会阶层对强调群体目标的慈善呼吁捐赠更多[30]。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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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城市)儿童和低社会阶层(农村)儿童都对来自低社会阶层的对象更慷慨，

这种对象偏好在高阶层儿童中更明显[31]。在这些研究中，社会阶层本身的主

效应并不显著。此外，一项对Piff等人研究[7]的直接重复也并未发现社会经济

地位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32]。 

而基于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即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由中脑

系统的尾核来执行的能够启动纯粹利他行为的内化的自激励机制[33][34]，我

们也认为亲社会与否并不是社会阶层本身的内在结果，而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存

在不同的亲社会偏好。同时，鉴于已有研究的复杂结果和心理学研究面临的可

重复性危机，我们也认为探究“how”和“how much”一样重要[35]。 

 

1.2 调节定向和亲社会行为 

调节定向(regulatory focus)是个体在追求目标的自我调节过程中表现出

的动机倾向，包含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和预防定向(prevention focus) 

[4][36][37]。促进定向是一种提升性动机，其将期望的目标状态表征为成长、

发展和抱负，在目标追求过程中更关注有没有积极结果并采取“热切接近”策

略(eager approach strategies)，在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更愿意承担

风险。而预防定向是一种维持性动机，其将期望的目标状态表征为责任和安全，

持一种应该型自我指导，在目标追求过程中更关注有没有消极结果并采取“警

惕回避”策略(vigilant avoidance strategies)，在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更小心谨慎[4][36][37]。 

相比调节定向在诸如目标追求、决策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研究，调节定向

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受到很多关注[38]。同时，现有关于调节定向对亲

社会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比如有研究发现，和预防定向相比，促进定向

增强了诸如员工帮助行为[39](Neubert et al., 2008）、组织公民行为[40]和

捐赠[38][41]等亲社会相关行为。但也有研究发现和持促进定向的个体相比，

持预防定向定的个体在面临自我牺牲型领导时更亲社会[42]；和预防定向相比，

促进定向带来了更多的不道德行为[43]。同时，研究者们还发现，促进定向会

带来道德平衡现象，即高促进定向的个体在经历了不道德行为后会更道德

[43][44]；而预防定向会带来道德一致性，即高预防定向的个体会始终保持道

德/不道德行为[44]。这表明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我们认为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是受到亲社会行为框架的影响，即

调节定向本身只影响了人们是否行动或怎样行动，而行动带来的具体结果则取

决于行动发生的框架。 

促进定向强调前进和发展，更关注“完成任务”(get the job done)[45] 

(Codini et al., 2018)，对变化持更开放的态度[46](Liberman et al., 1999)，

使用目标跟进(goal progress)策略[44][47][48]，更重视如何将现状向目标状

态转变[49]。因此，促进定向是积极的行动派。而预防定向强调安全、责任和

没有损失，现状(status quo)对其后续决策是具有启发式(heuristic)的，即其

后续决策以现状或默认状态为参照点[49][50]，更重视偏离当前现状会带来的

消极结果[49]，因此是稳定的保守派。 

已有研究为不同调节定向的改变现状-维持现状的行为和策略提供了证据。

在信号检测范式中，促进定向个体更倾向由于做出回应或积极回应以确保“击

中”(hits)(代表着收益)；而预防定向个体则更倾向于不回应或消极回应以避

免“虚报”(false alarms)[51]。此外，促进定向个体由于其目标跟进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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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goal progress)而存在着道德平衡(moral balancing)现象，即当

其已经进行了道德行为后，塑造道德自我的目标就已实现，此时促进定向的个

体在后续就不会再进行道德行为，并且开始以自我利益为目标，进行一些不道

德行为；而当前一阶段未进行道德行为或进行了不道德活动，此时离道德自我

的目标尚远，就需要进行道德活动[44]。而预防定向的个体则由于其维持现状

(maintaining status quo) 的 需 要 和 策 略 ， 而 存 在 道 德 恒 定 (moral 

consistency)，即其后续道德决策永远会和此前的道德决策保持一致，无论是

决定进行道德行为还是不道德行为[44][50]。同时，促进定向的个体总是会拒

绝默认选项，因此当默认选项是接受(不接受)应用软件收集隐私数据时，促进

定向个体的隐私暴露程度就更低(高)；而预防定向的个体将默认选项视为一种

规范，认为改变这种规范和现状会存在风险，因此总是选择接受这种规范和现

状，于是当默认选项是接受(不接受)应用软件收集隐私数据时，预防定向个体

的隐私暴露程度就更高(低)[52]。 

而在亲社会情境中，人们行动与否所带来的亲社会效果取决于亲社会行为

的框架[53][54]。在正性框架中，人们的任何行动都会给他人带来积极的外部

效果[53][54]，如向公共池投资，显然此时有所行动的个体就比没有行动的个

体更亲社会。而在负性框架的亲社会中，人们的任何行动都会给他人带来消极

的外部效果[53][54]，如从公共池中索取，此时没有行动的个体反而比有所行

动的个体更亲社会。 

因此，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影响的是人们改变现状或维持现状的行为和策

略，而改变现状或维持现状产生了不同的亲社会效果时，就出现了促进定向或

预防定向更亲社会的现象。据此，我们假设： 

H1：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依赖于亲社会任务框架：在正性框架下，

促进定向者比预防定向者更亲社会；在负性框架下，预防定向者比促进定向者

更亲社会。 

H2：预防定向者(相比于促进定向者)有更强的保持现状的动机，因此更倾

向于不行动，继而在消极（积极）框架中产生更多（更少）亲社会行为。  

 

1.3 调节定向对不同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那么，调节定向如何影响了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认

为这种影响需要从两方面认识。一方面，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框架依

赖效应虽然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都存在，但可能在较低社会阶层中更明显，即低

社会阶层的亲社会行为受调节定向的影响更强。根据社会阶层相关的社会认知

风格理论[11]，低社会阶层的情景主义（contextualism）认知风格和互依型的

自我概念使其对情境线索更敏感[55][56][57]，比如低社会阶层更关注[9] 也

更能准确识别他人的情绪[10][58][59]。当阅读有关他人想法和情绪的材料时，

与推测他人心理状态有关的脑区在低社会阶层的个体中更活跃[60]。因此低社

会阶层的决策也更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工人阶层更容易根据他人的

选择改变自己的消费选择，而中产阶层则坚持自己的选择[61]。低社会阶层对

亲环境行为的支持更容易受社会规范的影响[62]。和高社会阶层相比，来自低

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其他服务纬度的评价更容易受到前序某一失败服务的影响

[63]。更直接地，财务资源稀缺扩大了广告框架对消费者产品评价的影响[64]。

这些间接和直接地证据提示，低社会阶层可能更容易受调节定向线索和亲社会

框架的影响。因此，我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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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调节定向对不同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低社会阶

层的亲社会行为比高社会阶层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调节定向的影响。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调节定向对低社会阶层的影响更强，所以调节定向会

扩大社会阶层在亲社会行为上的差异，且在增强亲社会行为的调节定向中，低

社会阶层比高社会阶层更亲社会(H4a)；而在削弱亲社会行为的调节定向中，低

社会阶层的亲社会性则弱于高社会阶层（H4b）。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通过 4 个实验考察调节定向对不同社会阶层亲社会行

为的影响，以丰富和完善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和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

为影响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同时为如何有效提高亲社会呼吁的效果提供实践思

路。其中，实验 1使用经济博弈范式，通过启动 SES和 RF 验证 H1, H3 和 H4。

实验 2 进一步在真实的助人任务通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启动的调节定向验

证这些假设。实验 3将进一步检验调节定向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机制，验证 H2。 

 

2. 实验 1 

2.1 方法 

设计和被试. 实验 1采用 2(社会阶层：低 vs. 高)*2(调节定向：促进定向 

vs. 预防定向) *2(亲社会框架：积极框架 vs. 消极框架)混合设计，其中社会

阶层和调节定向是被试间变量，亲社会框架是被试内变量。在该实验设计中，

G*Power建议至少需要 179个被试以达到中等效应量(f = 0.25)和 0.8的统计效
力。我们在一所综合性大学中招募了 204 位学生(男性 = 138，平均年龄 = 

19.94 ± 1.65)，参与者可得到相应学分。 

社会阶层操纵. 通过向被试分配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游戏角色在被试间进

行操纵。其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组分配到的玩家账号中有500元现金，500元存

款，1000元总资产，处于物价指数较高(10)的世界，玩家手中的全部资产仅能

购买游戏世界中的一块土地（1000元/块）。高社会经济地位分配到的玩家账号

中有20万元现金，55万元存款，总资产95万元，且处于物价指数较低(1)的世界，

玩家手中的全部资产可以购买950块土地（1000元/块）。 

调节定向操纵. 促进定向组的被试在人物小传环节被要求描述玩家的抱负

和期望，在后面两个决策环节中，以获得更多资产为任务目标；预防定向组的

被试在人物小传环节被要求描述玩家的责任和义务，在后面三个决策环节中，

以避免资产损失为任务目标。 

亲社会框架. 根据正性框架和负性框架的内涵[53]，即正性框架中行动可

以给他人和集体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度，负性框架中行动会给他人和集体带来消

极的外部效度，公共物品博弈和独裁者博弈体现了两种框架。 

正性框架。经典的公共物品博弈代表了一种正性框架[54]。在该任务中，

被试被告知和另外三名玩家组成一个小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个人账户和一

个公共账户。个人帐户只为自己所有和使用，公共账户为四人共同拥有和使用。

每人都有 500 元用于分配，分配到个人账户的钱将会如数留给自己，分配到公

共账户中的钱将乘以 2，然后在四位玩家中平均分配。被试需要决定在个人账

户和公共账户间各分配多少钱。分配到公共账户的钱数占其可分配总钱数的比

例，即为其合作性。鉴于在该任务中，被试有所作为即向公共账户分配会增加

集体和他人的收益，给集体和他人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度，因此这是一种正性框

架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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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框架。使用采用改编的独裁者博弈设置负性框架。被试被告知到达了

一个判定点，需要对这里的一笔钱进行归属判定。这个判定点有 500 元，会在

两位玩家路过后消失。因为被试是第一位到达的玩家，所以被试可以决定这些

钱的归属(分配者)，即自己拿走多少钱，剩余多少钱给下一位到达的玩家。这

一任务体现了个体的利他性，个体留下的钱占可分配总钱数的比例，即为利他

性。被试留给下一位玩家的钱越多，表示在更大程度上愿意为了他人牺牲自己

的利益，即越利他[7]。鉴于在该任务中，被试有所作为即拿走钱会造成他人获

益减少。即给他人带来消极的外部效度，因此是一种负性框架的亲社会行为。 

操作检验. 对社会阶层操纵的检验分别从角色的“穷富”(7级评分，“1”

表示最穷，“7”表示最富)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10 级评分，“1”表示社会经

济地位最低，“10”表示社会经济地位最高)两方面考察。 

对调节定向操纵的检验, 使用改编自Schwabe等人[44]的4条目测量被试特

质性调节定向。其中，两项测量促进定向，两项测量预防定向。采用7级评分，

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实验过程. 以新版本游戏测评的名义招募被试。被试首先阅读游戏规则(基

本等同大富翁游戏)并回答一道和游戏规则相关的题目(列出游戏中三种赚钱方

式)作为认真度检验。接着，被试会被分配一个游戏账户以开始后续环节。这个

游戏账户即是对社会阶层的操纵，被试会被随机分配到高/低社会阶层。之后，

正式开始“测评”部分。该部分包含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人物小传”，

在该环节中，被试需要给游戏中的自己，即分配到的游戏角色人物，写一段小

传，描述人物的背景（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日常生活和愿景/责任。该任务

是对社会阶层的再次启动和对调节定向的操纵。第二、三环节即为公共物品游

戏和独裁者博弈，这种经济游戏出现顺序随机。最后，被试完成操纵检验和人

口学调查。 

 

2.2 结果 

(1)操纵检验 

就社会阶层而言，高社会阶层账户组被试比低社会阶层组认为游戏中的自

己社会阶层更高(M 高 = 7.54, SD 高 = 1.19; M 低 = 3.04, SD 低 = 1.00; F (1, 
198) = 862.03, p < .001, ηp

2 = .81)，拥有更丰富的资源(M 高 = 5.50, SD 高 
= 1.02; M 低 = 2.17, SD 低 = 0.67; F (1, 198) = 788.14, p < .001, ηp

2 

= .80)。调节定向操纵以及调节定向和社会阶层的交互对角色社会阶层的评价

均无显著。社会阶层操作成功。 

就调节定向而言，相比于预防定向启动组，促进定向启动组的促进定向倾

向更高(M 促进组 = 5.38, SD 促进组 = 1.16; M 预防组 = 4.10, SD 预防组 = 1.60; F (1, 
198) = 42.18, p < .001, ηp

2 = .18)，预防定向更低(M 促进组 = 3.38, SD 促进组 = 

1.30; M 预防组 = 4.83, SD 预防组 = 1.14; F (1, 198) = 75.79, p < .001, ηp
2 

= .28)。社会阶层操纵以及调节定向和社会阶层的交互对调节定向倾向均无显

著影响。调节定向操作成功。 

 

(2) 假设检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 调节定向的主效应不显

著，F (1, 198) = 0.30, p = .588, ηp
2 = .001。调节定向和框架的交互作用

显著，F (1, 198) = 36.07, p <.001, ηp
2 = .15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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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框架中，促进定向组(M = 0.40; SD = 0.27)比预防定向组(M = 0.30; SD = 
0.24)的亲社会贡献率更高, F (1, 202) = 8.65, p = .004, ηp

2 = .04；在负

性框架中则相反 (M 促进 = 0.06, SD 促进 = 0.13; M 预防 = 0.19, SD 预防 = 0.21), 

F (1, 202) = 26.76, p < .001, ηp
2 = .12。 

社会阶层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198) = 0.40, p = .526, ηp
2 = .002。

其和调节定向以及框架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 (1, 198) = 1.22, p =.271, 
ηp

2 = .01。无论在正性框架(F (1, 198) = 0.60, p =.438, ηp
2 = .003)还是

负性框架中(F (1, 198) = 0.30, p =.584, ηp
2 = .002)，社会阶层和调节定向

的交互用作均不显著。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两种框架中，相较于高社会阶层

组 (t 正性框架 (198) = -1.40, p 正性框架 = .163; t 负性框架 (198) = 3.11, p 负性框架 

= .002)，调节定向对低社会阶层组的亲社会贡献率的影响都更明显 (t 正性框架 

(198) = -2.55, p 正性框架 = .011; t 负性框架 (198) = 3.98, p 负性框架 < .001)。 

 

 

图 1 社会阶层、调节定向和亲社会框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2.3 讨论  

实验 1 在一个对真实世界的模拟游戏中，通过启动的社会阶层和调节定向，

以及不同框架的经济博弈游戏，验证了调节定向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框架依赖性，

且这一影响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呈现不对称性，低社会阶层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

受到调节定向的影响。 

但亲社会行为中的阶层差异并未被调节定向改变，无论强调哪种调节定向，

高低阶层的亲社会行为均不存在差异。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实验任务有关。实验

1 在大富翁游戏的背景中进行，玩家带有成为“大富翁”的目标，因此不同调

节定向带来的损益偏好和风险偏好[4]可能也会影响个体的游戏策略。促进定向

的个体可能是为了获得收益同时愿意承担风险，因此在公共物品博弈中更愿意

付出以获得更多回报，同时在独裁者博弈中拿走更多；而预防定向的个体为了

避免损失和风险，因此在公共物品博弈中不愿意付出以减少他人不合作而自己

合作时给自身带来的损失和风险，同时在独裁者博弈中由于不拿走钱不会带来

原有资产的损失因此拿走得更少。因此，实验 2 将进一步使用不涉及损益和风

险的亲社会任务，考察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模式。 

 

3 实验 2 

实验 2 旨在通过弱化了自身损益和风险特征的亲社会任务继续考察调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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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具体而言，实验 2a将在体现正性框架的亲社会任务中

考察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实验 2b 将在体现负性框架的亲社会任务中

考察这一问题。 

3.1 实验 2a 

（1） 方法 

被试 
通过 G*power 计算，在中等效应量(f2=0.15)和 0.8 的统计效力条件下，使

用多元回归分析(分析交互作用)需要至少 77 个样本。通过某心理学课程，共招

募到被试 154 人(男性 95 人，M 年龄 = 19.80岁，SD 年龄 = 1.21)。被试完成试验

后获得相应实验学分。实验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通过。 

 

实验流程 
以材料评价的名义招募被试，被试到达实验室后，先进行一个和本研究无

关的实验(微信头像评价任务)并完成人口学变量的调查，人口学变量部分包括

对于经济资源的调查。在被试完成这两项任务后，告知被试任务结束，然后被

试将进入一个新页面。在这个新页面里，被试被告知研究团队此前进行了一个

耗时且无聊的实验，许多同学都中途放弃而未完成。有一位同学目前完成了一

半实验，并获得一半实验时长学分。被试需要决定是否愿意帮助这位同学继续

完成实验以获得另一半学分(促进定向)/避免另一半学分损失(预防定向)。 

 

测量与工具 
社会阶层。鉴于被试群体是大学生，故以其家庭的社会阶层[65]。客观社

会阶层包括其家庭年收入和父母的教育背景[65]。其中家庭年收入参照Piff等

人[7]的设置，分为8档，最低一档为“15000元及以下”，最高一档为“150000

元以上”。父母教育背景参照CGSS，设为(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

中专/职中/技校，(4)大专，(5)大学本科，(6)硕士及以上六档，由被试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选择。将两类指标分别标准化后进行平均，得到一个整体的客观社

会经济地位指数。主观社会阶层采用麦克阿瑟社会梯子测量。 

调节定向启动。采用2水平(促进定向/预防定向)的被试间设计启动调节定

向。启动材料改编自Xiao等人[66]。启动材料是一个助人的情景，其中促进定

向启动组强调的是被试的助人行为可以帮助他人获得收益，预防定向启动组强

调的是被试的助人行为可以帮助他人避免损失。 
助人。被试愿意帮助上述材料中的TA完成剩余实验的节数即为助人。被试

可从0-10中选择一个数字。愿意帮助TA完成的节数越多，亲社会意愿越强[66]。

被试此时的有所行动会给他人带来积极的结果，因此体现了一种正性框架[53]。 
 

（2） 结果 

首先，以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助人意愿为因变量，调节定向为调节变

量，在Bootstrap样本量5000，95%置信区间的条件下，使用PROCESS Model 1进

行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后，就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而

言，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助人意愿越强烈，b = -0.55，SE = 0.22，p = .016，
95%CI [-0.99, -0.10]。调节定向(ref.=预防定向)主效应显著，促进定向组的

助人意愿比预防定向组更强烈，b = 2.74，SE = 0.38， p < .001，95%CI [1.99, 
3.49]。调节定向的调节作用显著，b = -1.21，SE = 0.45， p= .008，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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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0.32]。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发现(见图2a)，在预防定向启动组，社

会经济地位对助人意愿的影响消失，b = 0.06，SE = 0.30， p= .843，95%CI 
[-0.53, 0.65]；而在促进定向启动组，社会经济地位对助人意愿的削弱作用仍

然存在，b = -1.15，SE = 0.34，p < .001，95%CI [-1.81, -0.49]。此外，

低社会阶层(M - 1SD)在不同操作中的变化(b = 3.77，SE = 0.53，p < .001)
大于高社会经济地位(M + 1SD) (b = 1.71，SE = 0.55，p = .002)。 

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助人意愿

越少，b = -0.40，SE = 0.13，p = .002，95%CI = [-0.65, -0.15]。促进定

向组的助人意愿比预防定向组更高，b = 2.80，SE = 0.38， p < .001，95%CI 
[2.05, 3.54]。调节定向的调节作用边缘显著，b = -0.50，SE = 0.26， 
p= .052，95%CI [-1.01, 0.004]。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发现(见图2b)，在预防

定向启动组，社会经济地位对助人意愿无显著影响，b = -0.15，SE = 0.17， 
p= .403，95%CI = [-0.49, 020]；而在促进定向启动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助人意愿越低，b = -0.65，SE = 0.19，p < .001，95%CI [-1.02, -0.28]。
低社会阶层(M - 1SD)在不同操作中的变化(b = 3.55，SE = 0.53，p < .001)
大于高社会经济地位(M + 1SD) (b = 2.04，SE = 0.54，p < .001)。 

 
A 

 
B 

图2 调节定向在社会阶层和助人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 

 

（3） 讨论 

实验 2a 通过一个真实的助人情景再次表明，在正性框架中，和预防定向相

比，促进定向提升了助人意愿。调节定向对较低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的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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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促进定向扩大了亲社会行为的阶层差异，预防定向缩小了社会行为的阶层

差异。 

实验2b将在负性框架中，使用不同的调节定向启动方式，继续验证调节定

向和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此外，实验2b将增加控制组，以进一步验

证是两种定向同时向两端发挥了离心作用，还是只有某种定向发挥了更大的作

用。此外，实验2b在社会阶层的操作上采用准实验的思路，分别使用一所欠发

达地区普通大学的学生和一所发达地区国际办学大学的学生为低、高社会阶层

为样本，增加社会阶层的差异和代表性[29]。 

 

3.2 实验 2b 

（1） 方法 

被试 
通过 G*power计算，在中等效应量(f = 0.25)和 0.8的统计效力条件下，

使用 2*3 被试间设计需要 158个样本。共收集到 243 个样本，其中有 10人未通

过认真度检查，最后共有 233 个(男性 119人，M 年龄 = 19.76岁，SD 年龄 = 2.02)

有效样本进入分析。其中，来自117人来自高收费大学，126人来自普通大学。

高收费大学被试的平均家庭人均年收入为 12.59 万元，普通大学被试的平均家

庭人均年收入为2.78万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51万元。因此，就收入这一指标而言，两类大学学生的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差异，分别代表了较高和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 

 

测量与工具 

社会阶层。同2a。 

调节定向。参照前人的方式(如, De Cremer et al., 2009; Schwabe et 

al., 2017) ，促进定向启动组的被试需要写出其当前的期望和抱负以及实现方

式，预防定向启动组的被试写出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实现方式，控制组被试

描述上一周的天气。 

亲社会行为。基本任务同实验 2a相同，即告知被试有另一项实验由于时间

长且无报酬而参与者很少，并询问其愿不愿意额外参加这项实验。同时参照

Cheng 等人(2013)的范式，通过删减参与节数设置负性框架，即给被试呈现的

是默认勾选全部十节，被试通过保持默认选择或者删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帮助

意愿。被试的行动越多即取消的选项越多，会给求助者即主试带来更不利的结

果，因此体现了一种负性框架。被试保留的节数代表了其助人行为，保留的节

数越多，助人越多。 

操作检验。使用实验 1 中对调节定向的测量进行调节定向启动的操作性检

验。同时，在调节定向启动和助人任务之间，加入一个划消测验。在该测验中，

被试需要在一个 20*10的数字矩阵中数出符合要求的 9的个数(共 44 个)。该测

验表面上是被试此次实验的任务之一，并以此说明助人任务中的实验内容。而

实际上，该测验是作为认真度检验。低于或超过平均值 2.5 个标准差的被试被

排除在分析之外[66][67] (M = 45.39 , SD = 2.89；N = 5)。在被试完成帮助

任务后，需要再次确认自己的选择状态（保留/选择全部或选择部分或没有选择

任何一节）和自己选择时的状态（按照意愿选择/随便选择/没看懂规则），选

择状态和实际选择不符的或没有按照意愿选择的均被排除在分析之外（N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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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操纵检验 
单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过性别和年龄后，就促进定向倾向而言，促

进定向启动组(M = 6.01, SD = 0.95)分别高于预防定向启动组(M = 5.55, SD 
= 1.21; p = .016)和控制组(M = 5.36, SD = 1.13; p < .001), F (2, 226) 
= 6.92, p = .001, ηp

2 = .06；就预防定向倾向而言，预防定向启动组(M = 
5.16, SD = 1.20)分别高于促进定向启动组(M = 4.65, SD = 1.21; p = .004)
和控制组(M = 4.68, SD = 1.22; p = .008), F (2, 226) = 5.17, p = .006, 
ηp

2 = .04。调节定向启动成功。 

 

假设检验 
以数据来源作为社会阶层的分组，将普通高校的学生作为低社会阶层组，

高收费高校作为高社会阶层组，进行 2*3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阶层主效

应不显著，F(1, 225) = 0.05， p = .822，ηp
2 = .000。调节定向主效应显著， 

F(2, 225) = 14.19, p < .001， ηp
2 = .11。二者有边缘显著的交互作用，

F(2, 225) = 2.41, p = .092，ηp
2 = .02。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见

图 3），在控制组中，高低阶层的帮助意愿(M 低 = 3.63, SD 低 = 4.29; M 高 = 

4.18, SD 高 = 4.45)没有显著差异，t(255) = 0.53, p = .595, Cohen’s d = 

0.12；促进定向组保持了这种趋势(M 低 = 2.20, SD 高 = 3.28; M 低 = 2.97, SD 

高 = 3.38)，t(255) = 0.98, p = .327, Cohen’s d = 0.23；但在预防定向组

中，低阶层 (M = 7.31; SD = 3.95)比高阶层(M = 4.92; SD = 4.11)的帮助意
愿更强，t(255) = 1.90, p = .059, Cohen’s d = 0.44。此外，在低阶层中，

和控制组相比，预防定向启动(t(255) = 3.51, p < .001, Cohen’s d = 0.80)

和促进定向启动(t(255) = -1.78, p =.077, Cohen’s d = 0.40)都改变了帮

助意愿；而在高阶层中，和控制组相比，两种调节定向对帮助意愿的改变均不

明显(t 预防(255) = 1.06, p 预防 = .291, Cohen’s d = 0.24; t 促进(255) = -

1.25, p 促进 = .213, Cohen’s d = 0.29)。 

 
图 3 调节定向在社会阶层和助人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3）讨论 

实验 2b再次验证了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框架依赖性，即在负性框

架中，促进定向降低了亲社会意愿，而预防定向提升了亲社会意愿。同时，实

验 2b 通过增加控制组说明，调节定向对亲社会 性的影响不是单极的而是双向

的，即预防定向和促进定向同时产生了作用。再者，实验 2b再次证明相比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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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调节定向对亲社会性的影响在低 SES群体中更明显。而由于这种影响的敏

感度不同，使得在提升亲社会性的调节定向中，低社会经济地位者更亲社会。 

 

4. 实验 3 

实 3 旨在探究调节定向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机制，即安于现状(status quo)

策略的中介作用，以进一步检验 H1 和 H2。 

4.1 方法 

(1) 被试 

通过 G*power计算，在中等效应量(f = 0.25)和 0.8的统计效力条件下，

使用 2(亲社会框架：正性 vs. 负性)*3(调节定向：促进 vs. 预防 vs. 控制)

被试间设计最少需要 158 个样本。同时，由于后续还需要中介分析，而类似的

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使用了523人[68]，因此我们最终在线招募了523个被试。

其中有 22 人未通过认真度检验（其中 2 人在数 9的个数在 2.5 个标准差之外，

1 人在启动环节没有达到要求的句子数，19 人的选择节数再确认和其选择不一

致或报告未认真选择），最终有 501 个有效样本进入分析(男性 196 人，M 年龄

=27.64，SD 年龄 = 5.56)。所有被试均阅读和签署了在线版的知情同意书，实验

结束后会获得 5元被试酬劳。 

 

(2) 测量与工具 

调节定向。同研究 2b。 

亲社会行为。同实验 2 的助人任务。其中，正性框架组的默认状态是零模

型，即没有勾选任何节数[69]；负性框架同实验 2b。 

安于现状策略。在被试完成助人任务后让其反思和判断在选择助人节数使

用的行动策略，即在多大程度上想要保持默认选项状态或改变默认选项状态。

具体条目改编自 Cheng等人[69]，共 2 个条目，其中 ，保持状态倾向的测量条

目为“我想要维持默认的选项状态”；改变倾向的测量条目为“我想要改变默

认的选项状态”。 采用 7级评分，“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

常同意”。用保持策略条目减去改变策略条目得到安于现状策略指数，该指数

越高表示越倾向于安于现状，该指数越低表示越倾向于改变现状。 

操作检验。同实验 2b。 

控制变量。使用性别、年龄、客观社会阶层(家庭人均月收入、职业、教育

程度)、主观社会阶层家庭、自身)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的测量方式同前述研究，在学生样本使用其父母的职业和教育程度作为客观社

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在职被试则使用其自身的职业和教育程度。 

 

4.2 结果 

(1) 操纵检验 

分别以促进定向倾向和预防定向倾向为因变量，以调节定向操纵和亲社会

任务框架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和主、客观社会阶层为控制变量进行两次

ANCOVA，结果显示，就促进定向倾向而言，促进定向组 (M = 6.15, SD = 0.74)
的促进定向倾向显著高于预防定向组(M = 5.34, SD = 1.29; p  < .001)和控制

组(M = 5.04, SD = 1.41; p  < .001), F (2, 489) = 37.53, p < .001, ηp
2 

= .13。亲社会任务框架的主效应以及调节定向和框架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促

进定向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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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预防定向倾向而言，预防定向组 (M = 5.02, SD = 1.07)的预防定向倾

向显著高于促进定向组(M = 4.00, SD = 1.39; p  < .001)和控制组(M = 4.25, 
SD = 1.46; p < .001), F (1, 489) = 31.05, p <.001, ηp

2 = .11。亲社会任

务框架的主效应以及调节定向和框架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此外，亲社会任务

框架的主效应(F (2, 489) = 5.33, p =.021, ηp
2 = .01)以及框架和调节定向

的交互作用均显著(F (2, 489) = 3.55, p =.029, ηp
2 = .01)。但进一步简单

效应分析发现，无论在正性框架还是负性框架中，预防定向启动组的预防定向

(M 正性框架 = 5.04, SD 正性框架 = 0.87; M 负性框架 = 4.99, SD 负性框架 = 1.25)倾向均显

著高于促进定向启动组(M 正性框架 = 3.56, SD 正性框架 = 1.38, p 正性框架 < .001 ; M 负

性框架 = 4.47, SD 负性框架 = 1.24, p 负性框架 = .001)和控制组(M 正性框架 = 4.13, SD 正
性框架 = 1.48, p 正性框架 < .001; M 负性框架 = 4.39, SD 负性框架 = 1.43, p 负性框架 = .001)。

因此，预防定向的启动也成功。 

 

（2）假设检验 

帮助行为. 2 (亲社会任务框架：正性 vs. 负性) ´ 3 (调节定向：促进 

vs. 预防 vs. 控制) 方差分析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主、客观社会阶层

后，亲社会任务框架和调节定向的交互作用显著，F (2, 489) = 35.26, p 
<.001, ηp

2 = .13。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正性框架中, 调节定向主效应

显著，F (2, 489) = 10.92, p <.001, ηp
2 = .04。促进定向组的帮助意愿(M = 

5.11, SD = 4.08)显著高于控制组(M = 3.67, SD = 3.50)， p = .028；而预

防定向组的帮助意愿(M = 2.37, SD = 2.59)则显著低于控制组，p = .013。在

负性框架中，调节定向主效应也显著，F (2, 489) = 25.63, p <.001, ηp
2 

= .10。预防组的帮助意愿(M = 6.69, SD = 4.17)显著高于控制组(M = 3.98, 
SD = 4.34)，p < .001；而促进组的帮助意愿(M = 2.28, SD = 3.00)则显著低

于控制组，p = .006。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框架为什么会逆转调节定向对帮助意愿的影响，

我们以调节定向为自变量，帮助意愿为因变量，安于现状策略为中介变量，亲

社会任务框架为调节变量，使用PROCESS macro中的模型15[70]进行了一项有调

节的中介分析。鉴于调节定向是一个分类变量，因此以控制组为参照点，将其

重新编码为两个虚拟变量。结果发现，在控制性别、年龄和主、客观社会阶层

后，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显著，index = 1.25，SE = 0.48，95%CI = [0.29，

2.18]。 

接着，我们使用PROCESS macro中的模型4[70]，分别在正性框架和负性框

架中进行了安于现状策略的中介效应分析。同样地，调节定向被重新编码为两

个以控制组为参照组的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在正性框架中(见图4a)，安于现

状策略可以解释预防定向组和控制组在帮助意愿上的差异(effect = -0.20, SE 

= 0.08, 95% CI = [-.37, -.05])，但未能解释促进定向组和控制组在帮助意

愿上的差异(effect = 0.09, SE = 0.08, 95% CI = [-.06, .24])。 

在负性框架中(见图4b)，安于现状策略既解释了预防定向组和控制组在帮

助意愿上的差异(effect = 0.30, SE = 0.10, 95% CI = [.10, .50])，也解释

了促进定向组和控制组在帮助意愿上的差异(effect = -0.24, SE = 0.10, 95% 

CI = [-.4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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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正性框架中的中介模型 

注: ***p < .001, **p < .01, *p < .05. D1 和 D2 分别代表了将调节定向重新编码后产

生的两个虚拟变量：D1: 预防定向组 = 1, 控制组 = 0, 促进定向组 = 0, D1 表示在控制

了促进组后，预防组和控制组的对比； D2: 预防定向组 = 0, 控制组 l = 0, 促进定向组 

= 1，D2 表示在控制了预防组后，促进组和控制组的对比。下同。 

 

 

图4b 负性框架中的中介模型 

 

 

4.3 讨论 

实验3的结果再次证明了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框架依赖效应。同时，

实验3的结果也证明安于现状偏好可以在一定程上解释这种依赖效应：启动促进

定向使人们在决策时更少地使用安于现状的策略，进而更容易有所行动，因此

在默认选择0个选项时(正性框架)选择帮助的节数越多，也就更亲社会；在默认

选择全部选项时(负性框架)去掉的节数也更多，也就更不亲社会；而启动预防

定向使人们在决策时更多地使用安于现状的策略，进而更容易不行动，因此在

默认选择0个选项时(正性框架)选择帮助的节数更少，也就更不社会；在默认选

择全部选项时(负性框架)去掉的节数也更少，也就更亲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性框架中，安于现状偏好未能解释促进组和控制组在

帮助节数上的差异，主要原因是促进组和控制组在安于现状策略上差异不显著

(p = .212)。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一般性的安于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71]削弱了促进定向对于改变的诉求，增加了促进定向组的安于现状偏好，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促进组和控制组在安于现状策略上的差异。 

 

5. 总讨论 

当前研究从一种影响个体行为的最基本动机——调节定向出发，通过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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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考察了调节定向对不同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为社会阶层和亲社会

行为关系的边界条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结果发现，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影

响存在框架依赖性，即在正性框架中，促进定向加强了亲社会行为；在负性框

架中，预防定向加强了亲社会行为。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阶层不对称

性：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亲社会行为对调节定向更敏感。同时，基于这种敏感度

的差异，调节定向（尤其是提升亲社会性的调节定向）扩大了亲社会行为的社

会阶层差异性。安于现状偏差解释了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框架依赖效

应。 

首先，虽然不多，但以往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动机对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

关系的影响。比如，对声誉的关注使高社会阶层在公开场景中更亲社会，而低

社会阶层则在匿名场景中更亲社会[29]。高社会阶层对强调个人目标的慈善呼

吁捐赠更多，而低社会阶层对强调群体目标的慈善呼吁捐赠更多[30]。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动机都是“阶层特定的”，即不同社会阶层在这些动机上存在水

平或类型的差异。而调节定向作为个体目标追求过程中的最基础动机之一[4]，

从“跨阶层”（即每个人都可能持有这些动机或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动机上存

在高低水平）和更普适性的角度，为影响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动机层

面的边界条件提供了新视角，扩展了这一边界条件系统。 

其次，我们发现的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框架依赖性，调和了以往

研究中关于调节定向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不一致性。现有关于调节定向对亲社

会影响的研究不多且结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了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相比)

的亲社会提升作用[38][39][40][41]，而另一些则发现了相反的结果[42][43]。

我们从调节定向的最本质特征出发，认为调节定向影响的是人们目标追求过程

中的行动策略，继而影响了人们最终的行动/不行动决策。而行动/不行动究竟

会带来怎样的亲社会效果，则取决于亲社会任务的框架，即行动/不行动会增加

或是减少亲社会结果。因此，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其实也存在边界条

件，亲社会任务框架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这种观点和发现也被道德决策领域

的相关研究证明。这些研究发现，个体前一阶段的道德决策在调节定向对当前

阶段道德的影响中发挥着边界作用。促进定向会带来道德平衡现象，即高促进

定向的个体在经历了不道德行为后会更道德 ，在完成道德行为后会更不道德

[43][44]；而预防定向会带来道德一致性，即高预防定向的个体会始终保持道

德/不道不道德行为[44] 。 

同时，这一结果也有助于解释近来发现的框架效应在器官捐赠呼吁等领域

的“失灵”。“opt-in”和“opt-out”是两种各国在器官捐赠呼吁中经常使用

的参与框架。虽然基于前景理论，人们普遍认为“opt-out”可能会带来更多的

参与，但近来对 OECD 的 35 个注册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两种参与框架并没有

带来不同的捐赠率[72]。而我们当前的研究可能为这一现象提供了解释，即参

与框架没有和人们的调节定向匹配，因此削弱了框架效应。比如在“opt-out”

框架中，预防定向者更可能选择不改变默认选项继而参与度更高；促进定向者

则更可能改变默认选项继而参与度更低，人们中两类动机持有者的混合继而就

中和了“opt-out”框架的参与度。 

再者，我们发现调节定向对不同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

低社会阶层对调节定向线索和亲社会框架线索更敏感。这一结果，和此前研究

中发现的低社会阶层的决策更容易受到他人[61]、社会规范[62]、历史决策[63]

和框架[64]等外部信息的影响相一致。同时，这一结果也提醒我们，未来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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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边界条件的其他研究，应注意不同社会阶层对边界

条件的敏感度。 

最后，我们的研究也为强化慈善呼吁的效果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指导。基于

我们的结果，在进行慈善呼吁时，一方面要注意呼吁中的任务设置要和呼吁中

暗含的动机倾向匹配，比如当前的许多慈善呼吁使用的是“默认参加”，这是

一个典型的负性框架，即参与者的行动（勾选掉“参加”选项或者选择“不参

加”选项）意味着亲社会性降低。那么此时，慈善呼吁就应该设法启动人们的

预防定向，如强调避免消极后果、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等，以使人们更多地维持

选项现状，继而达到慈善呼吁的目的。 

  

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 

当前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并提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首先, 尽管我们认为

相比于比单纯关注哪个社会阶层更亲社会，厘清不同社会阶层的亲社会偏好更

有意义，但我们当前的实验确实未在前者中得到一致结果。我们在实验2a中发

现“having less, giving more” ，同时又在实验1和实验2b中发现亲社会行

为无社会阶层差异。我们认为这可能和不同实验中的样本有关。我们在实验2b

中对社会阶层的测量使用准实验设计，即将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学生和经

济发达地区高收费大学学生分别作为低/高社会阶层，提高了研究的生态效度。

同时，我们在实验1中对社会阶层的启动也尽量模拟了现实世界中的情况。而实

验2a中的社会阶层主要针对被试内部的相对更高或更低。因此，一方面，实验

2a中的被试代表的人口可能和实验2b中不同；另一方面，这也提醒我们社会阶

层本身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像社会阶层对其他

行为的影响一样存在曲线关系[68]。未来研究值得进一步考察。 

其次，我们当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因个体在亲社会任务中的行动带来的

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外部结果来产生的亲社会框架。但从“框架”本身 的含义出

发，即情境或选项如何被呈现[73]，亲社会框架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类型。如强

调“增加幸福”或“避免不幸”的gain/loss框架。一方面，这些框架可以继续

补充调节定向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边界条件。 

另一方面，调节定向在这些框架中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机制可能和当前研

究不同。当前研究主要基于安于现状策略在解释不同调节定向的行动/不行动决

策，但这一机制无法解释调节定向在其他框架中对决策的影响。比如调节定向

匹配理论是gain/loss框架对调节定向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解释机制，即当调节

定向和框架特征匹配时——促进定向在gain框架中，预防定向在loss框架中，

人们才更容易被说服。 

同时，不同的框架体系也影响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亲社会行为对调节定向的

敏感度。比如，和我们当前结果不一致的是，研究者们发现在gain/loss框架中，

调节定向匹配在高私密自我(private self- focus)的个体中更明显[74]，而这

种自我关注通常是高社会阶层的特点[11]。当框架信息包含金钱线索时，穷人

对框架线索更不敏感，因为他们更关注紧迫的需要[75][76]。因此，未来研究

应继续在其他模式的亲社会框架中考察调节定向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其

对不同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最后，我们的结果发现增加亲社会行为的调节定向扩大了亲社会行为的社

会阶层差异，而减少亲社会行为的调节定向削弱(实验2a)或者未能改变亲社会

行为的社会阶层差异(实验2b)。由于我们认为社会阶层本身对亲社会行为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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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影响，因此在假设中认为，鉴于低社会阶层对调节定向的影响更敏感，减少

亲社会行为的调节定向也会扩大亲社会行为的社会阶层差异。而在实验2a中，

我们发现低社会阶层更亲社会。在这一模式的主效应前提下，减少亲社会行为

的调节定向削弱亲社会行为的社会阶层差异实际上符合我们假设的逻辑，即低

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减少得更多，而高社会阶层减少得更少，因此二者的差异

被平均化。但在实验2b中，虽然低社会阶层亲社会性在减少亲社会行为的调节

定向中仍降低地更多，但似乎高/低社会阶层亲社会性下降程度的差异还不足以

引起亲社会行为的社会阶层差异。这一结果究竟是偶然性的，还是说明其他的

现象，如是否在说明高/低社会阶层亲社会性下降程度的差异在正性框架中更大，

在负性框架中更小，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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